
第24卷 第6期

2024年  3月          
科 技 和 产 业

ScienceTechnologyandIndustry
         Vol.24

,No.6
Mar., 2024

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耦合协调研究
易佳敏,王金龙,杨 伶

(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,长沙410004)

摘要:在“双碳”背景下,通过测度企业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,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面板向量自回

归模型进一步探究其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,以厘清重污染企业协调发展的现状。实证结果表明,技术创新与减污降

碳耦合协调度的变动主要取决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,2012—2021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在勉强协调和中级协调间浮

动,主要集中在初级协调阶段,其耦合协调效应良好。环境规制和数字化程度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显著为正,能够

促进耦合协调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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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经济发展取之于自然用之于社会,即在物质上

根植于生态环境,人类对生态服务的需求又构成了

经济发展得以持续的前提。与此同时,经济活动的

过度集聚、非优集聚以及粗放的发展模式伴生了环

境污染和生态失序。如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,带
来资源的大规模消耗、污染物和碳排放的不断增

加,致使环境恶化,进一步破坏了经济与环境的良

性循环。如何改变这种“此消彼长”的不平衡发展

模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点。基于此,我国“十四

五”规划提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要以降碳为重要战

略方向,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上要以加快推进科

技创新为关键举措,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

的协调发展。落实至重污染制造业上,即要加快制

造业结构调整、转型升级等以实现其高质量发展。
在此之前亟须厘清重污染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与

减污降碳的发展水平以及二者的协调效应。

1 文献综述

技术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驱动力,能够

有效抑制污染物和碳的排放,推动企业高质量发

展。技术创新常被用作中介变量,较多研究与其他

变量的因果关系,少数研究与其他变量的耦合关

系。例如,郭凌军等[1]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化了绿

色创新对地区环境污染的直接抑制及抑制溢出效

应;范德成和张修凡[2]发现碳减排联盟对企业低碳

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;谢荣辉[3]的研究结果表明技

术进步呈现显著的污染密集型特征,能够有效减少

环境污染的排放;郑季良和王少芳[4]通过耦合评价

模型得出宝钢公司技术创新对节能减排的影响大

于节能减排对技术创新的反作用;颜青等[5]通过中

介效应模型实证了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高质量

发展产生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;汪明月等[6]研究发

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能够显著改善其环境绩

效,其中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对其的改善效果最明显。
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

绿色转型的总抓手。现阶段学者们对制造业污染

排放和碳排放的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行业、产业

和地域,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制造业排放趋势预测、
协同减排研究和排放驱动影响因素分析以及针对

某一政策或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或测算等方面。
其中,驱动因素的研究方法包括可拓展随机性的

环境影响评估(stochasticimpactsbyregressionon
population,affluenceandtechnology,STIRPAT)模
型[7]、结构分解法(structuraldecompositionanaly-
sis,SDA)[8]和 面 板 向 量 自 回 归(panelvectorau-
toregression,PVAR)模 型[9-10]等。冯 俊 华 和 臧 倩

文[9]研究发现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效率前

期存在明显正向作用效果,后期影响逐渐减小并

产生负向效应。朱晴艳和田启波[11]运用动态回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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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型研究发现工业污染智力投资可以显著提高技

术创新水平。叶芳羽等[12]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

碳排放交易政策的减污降碳效应及作用机制,发
现该政策有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,同时可以

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污染产业转移实现污染的

减排。
总体而言,学者们对企业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

的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较少。其主要研究内容多

为技术创新与节能减排、碳排放强度、碳排放效率

的关系或减污降碳协同关系;研究尺度更多偏向宏

观,如国家层面、地域层面、行业层面等;研究方法

多为因果研究,研究二者的耦合较为少见;驱动因

素的研究方法多采用线性回归、空间计量、Tobit等

模型,存在内生性问题。基于此,本文以重污染制

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,探究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的

耦合协调效应,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

模型进一步探究其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,以厘清重

污染制造业企业协调发展的现状。

2 机理分析
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保证,是实现

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效益的有效途径。减污降

碳作为从排放口控制污染物的直接有效形式,是改

善外部环境的重要具体实践途径。而重污染企业

的技术创新往往与污染治理有关,一方面重污染企

业希望通过污染治理技术提升,从而达到减污降碳

的效果;另一方面企业不愿承担过高的研发风险。
在此背景下,资本不够雄厚和技术不够进步的重污

染企业往往会倾向于排放污染物,以缴纳排污费或

环保行政处罚费用来逃避技术创新。但这种情况

下重污染企业无法持久发展,极易受外部环境和内

部资源配置的影响。同时,重污染企业的减污降碳

能力也能够倒逼技术创新。究其原因离不开重污

染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诱引,一方面,作为重污

染企业排污排碳是其环境治理和生产末端治理的

主要部分,如果只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,盲目扩

大产能,致使末端污染物不断堆积,加重末端污染

治理的压力,往往会引发企业资金断链。因此重污

染企业无法只追求利益而不断排污,它必须能够治

理并改善排污状况才可能保持良好状态。另一方

面,环境规制能通过环保补助和合法化的排污费或

环保税等刺激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的协调发展。
合法化的排污排碳能够让企业提前规划生产计划

和研发计划,有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,同时政

府的环保补助能够短暂支持重污染企业的研发和

污染治理。
总的来说,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是减污降碳的

强大动力,其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减污降碳水平提升

的根本保障;同时减污降碳压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

刺激技术创新的产出。技术创新水平和减污降碳

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反映的是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

发展状态,只有协同提升才更能促进重污染企业实

现绿色可持续发展。因此,重污染企业应该以绿色

可持续发展的长短期目标相适应为前提,实现技术

创新与减污降碳的协调发展。

3 研究设计

3.1 指标体系构建

3.1.1 技术创新评价指标

基于冯俊华和臧倩文[9]、贾春香和张燕[10]的

研究,本文从创新投入与产出维度选取评价指标。
研发投入作为技术创新的启动基础,能够反映企

业对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。因此,选取研发投入

强度这一相对数指标来表示创新的投入。技术创

新产出是创新投入所获得的成功效益,主要通过

企业获得和申请的发明专利和使用新型的数量来

衡量。

3.1.2 减污降碳评价指标

参照毛捷等[13]、王浩等[14],从污染物排放和碳

排放两个维度构建减污降碳评价指标体系。污染

物排放主要包括大气污染物和水体污染物。因此,
采用污染排放当量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污染

物的排放强度,碳排放则采用企业碳排放总量与营

业收入的比值进行衡量。其中污染排放当量的计

算参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中对污染物

排放当量的定义,以及毛显强等[15]和陈晓红等[16]

对局部污染物排放当量的计算方法,具体计算公式

如下:

AP=aDSO2 +bDNOx +cDDust+
dDCOD+eDNH3-N

(1)
式中:D 为各污染排放物的排放量,其系数为各污

染物所对应的污染当量值(表1)。
在考虑指标体系构建的可行性、全面性、系统

性等原则的基础上,结合重污染企业的发展现状,
参照相关学者的做法,构建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评

价指标体系,具体如表2所示。

3.2 研究方法

3.2.1 功效系数法

由于原始数据存在量纲等差异,需要对数据进

行标准化处理,具体公式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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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污染物当量值

类别 污染物 符号 污染当量值/kg

大气污染物

二氧化硫 SO2 0.95
氮氧化物 NOx 0.95

烟尘 Dust 2.18

水体污染物
化学需氧量 COD 1.00

氨氮 NH3-N 0.80

表2 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评价指标体系

系统 指标 内涵 熵值法/% 属性

技术

创新

研发投入强度

研发产出成果

研发投入/营业收入 38.85 正

ln(专利获得数+1) 26.78 正

ln(专利申请数+1) 34.37 正

减污

降碳

污染排放强度 污染排放当量/营业收入 81.92 负

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总量/营业收入 18.08 负

uij = Uij -minUij

maxUij -minUij
×0.9+0.1 (2)

uij = maxUij -Uij

maxUij -minUij
×0.9+0.1 (3)

式中:uij 为第i个子系统的第j项指标的序参量。

3.2.2 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

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如下:

UtUp =∑
n

i=1
wiui

式中:Ut、Up 分别为技术创新综合指数和减污降碳

综合指数;wi 为技术创新或减污降碳指标层第i个

指标的权重;ui 为通过熵值法得出的第i个指标的

数据无量纲化处理结果。
3.2.3 耦合协调度模型

根据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综合发展指数,构建

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模型。

C=2 UpUt

Up +Ut
(4)

T =λUp +μUt (5)

D = CT (6)
式中:C为耦合度;T 为综合协调指数;D 为耦合协

调度;λ和μ 为待定系数。本文认为技术创新与减

污降碳对企业发展一样重要,即λ和μ 均取值0.5。
为了更加直观地反映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两者的

耦合协调效应,参照王少剑等[17],将其划分为以下

类型(表3)。

3.2.4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

由于PVAR模型比传统的向量自回归(vector
autoregression,VAR)模型在克服微观数据短缺和

时间跨度较短的问题上更具优势,能够更好地分析

变量间动态关系,同时可以有效解决变量间内生性

问题。因此采用PVAR模型对技术创新与减污降

碳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。具体计量模

型为

yit =αi+β0+∑
n

j=1
βjyi,t-1+εi,t+δi,t (7)

式中:yit 为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;i为

各重污染制造业企业;t为年份;j为滞后阶数;αi

为企业的固定效应;β0 为截距;εi,t 为时间效应;δi,t

为随机扰动项。

3.3 数据说明

根据2012年中国证监会修订的《上市公司行业

分类指标》,选定农副食品加工业以外的11个重污

染制造业行业为研究对象,结合上市公司环保核查

行业分类管理名录,筛选出制造业企业。并对样本

的数据进行如下筛选:剔除ST、*ST的上市公司;
剔除2012—2021年期间行业类型有所变动的企业;
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公司。最终获得2012—2021
年309家重污染制造业企业的数据。其中,上市公

司财务数据和发明专利数量等数据来自中国经济

金融研究数据库(ChinaStockMarket& Account-
ingResearchDatabase,CSMAR),企业污染物排放

和碳排放总量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年报、社会责任报

告、环境部门网站等。

4 实证分析

4.1 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分析

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得出重污染企业技

术创新与减污降碳的耦合协调度。如图1所示,两
者的耦合协调分类在2012—2021年的分布呈现“纺
锤形”,不存在不协调和优质协调,主要集中在勉强

协调至中级协调之间。说明在此期间重污染企业

的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的耦合协调呈现两系统较

为协同的稳定状态。

2012—2021年企业的耦合协调度跨度平缓,且

表3 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类型

D 0~0.4 0.4~0.5 0.5~0.6 0.6~0.7 0.7~0.8 0.8~0.9 0.9~1

类型
不

协调

濒临

协调

勉强

协调

初级

协调

中级

协调

良好

协调

优质

协调

符号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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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耦合协调指数

较为集 中,其 样 本 企 业 耦 合 协 调 度 分 布 区 间 为

[0.55,0.85],即勉强协调至中级协调阶段。耦合

协调度年度均值集中在 初 级 协 调 阶 段。2012—

2018年企业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整体

呈现波动上升的良好趋势。说明在国家提倡节能

减排、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,企业对污染排放和

碳排放减排的实施效果趋向良好,且存在少许波动

状态。2019—2021年呈现微弱下降态势,主要是受

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。如图2所示,减污降碳指数

的变化趋势较之技术创新指数更为平缓,且耦合协

调度的下降主要取决于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水

平高低。多数学者们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具有一定

的滞后性,即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的耦合协调度也

受技术创新滞后性的影响,存在一定滞后性。
此外,重污染企业的减污降碳等环境污染治理

行为的实施也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。如2019—

2021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,国内经济大环境不

景气,重污染企业的盈利下降,出现大量裁员等紧

缩财政的措施,而作为大规模投入又见效慢风险高

的研发经费被不断削减,由此引发连锁反应,导致

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耦合协调程度降

低。由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同样对重污染企业环

境行为有影响,强制性的环境法规和温和的政府环

保补助会刺激重污染企业调节技术创新与减污降

碳的协调关系,在有足够资金资源支持的前提下,

图2 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指数

一般企业愿意做出亲环境行为。2012—2018年,耦
合协调度呈现稳步缓增状态,其缘由可能是经济环

境蓬勃发展。一是时代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,
特别是对改善重污染企业而言,数字转型能够提升

企业的生产效率;二是“双碳”等政策支持与推动,
能源的清洁化成为政府鼓励的重点,特别是重污染

企业,政府对能够使用清洁能源的重污染企业采取

补助补贴等行为,以激励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转型。

4.2 重污染企业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

4.2.1 变量设定

厘清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的协调效应后,进一

步研究重污染制造业企业的协调发展现状。从内

外环境出发结合各学者的相关研究,以企业规模、
生产效率、能源结构、环境规制和数字化程度为解

释变量,探究其对耦合协调度的动态影响[18-23]。相

关变量的测度及定义如表4所示。
用营业收入总额衡量企业规模(Size),以避免

企业规模大小对结果的影响。企业内部能源结构

(ES)用化石燃料燃烧碳排放占企业碳排放总量比

值来反映,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越大,企业碳排放越

多,减污降碳难度越大。环境规制(ER)用实际缴纳

的排污费或环保税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,实际缴

纳税费越多,说明企业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越

高。企业数字化程度(Dig)参考赵宸宇等[23]的做

法,用数字化相关词频进行统计,数字化程度越高,
企业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的效率会有一定程度上

的提升。企业生产效率(TFP)用全要素生产率衡

量,生产效率越高,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的强度相

对越大。

4.2.2 单位根检验及滞后阶数确定

采用同质根检验(LLP)和异质根检验(PP)对
模型中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,结果表明 D、ES、

ER、Dig、TFP和Size这6个变量均拒绝原假设,即
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,可以建立PVAR模型进行实

证研究。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。

表4 各变量测度及定义

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

耦合协调度 D 耦合协调度

能源结构 ES 化石燃料燃烧碳排放/碳排放总量

环境规制 ER 实际缴纳的排污费或环保税/营业收入

数字化程度 Dig 数字化相关词频

生产效率 TFP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

企业规模 Size 营业收入总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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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5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

变量 LLC检验 PP检验 结果

lnD -18.017*** 28.588*** 平稳

lnES -25.777*** 54.443*** 平稳

lnER -26.201*** 51.654*** 平稳

lnDig -31.526*** 25.547*** 平稳

lnTFP -18.522*** 23.011*** 平稳

lnSize -16.355*** 3.336*** 平稳

 注:*、**、***分别表示通过10%、5%、1%的显著性检验。

表6 PVAR最优滞后阶数选择

滞后阶数 BIC AIC HQIC
1 -641.945* -64.925* -279.568*

2 -442.443 -57.763 -200.859
3 -219.508 -27.168 -98.715

 注:*对应的阶数为模型在该准则下的最优滞后阶数。

  根据赤池信息准则(Akaikeinformationcrite-
rion,AIC)、贝叶斯信息准则(Bayesianinformation
criterion,BIC)和最小信息准则(Hannan-Quinnin-
formationcriterion,HQIC)判断各变量间的最优滞

后阶数。其最优滞后阶数为1期。

4.2.3 面板矩估计及模型检验

根据F 检验和 Hausman检验结果,确定用固

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。在进行GMM 估计前,选用

前向均值差分法以消除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,并以

各变量滞后1期为工具变量,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,
结果如表7所示。

表7 PVAR模型面板矩估计结果

变量 L.lnD L.lnES LlnER L.lnDigL.lnTFP L.hlnSiz

lnD
0.563*** -0.0140.012** 0.002** 0.002 0.009***

(17.25)(-0.58)(5.33) (2.23) (0.16) (3.32)

 注:*、**、***分别表示通过10%、5%、1%的显著性水平检验;括号

内为Z值。

  根据面板矩估计结果可知,耦合协调度、环境规

制、数字化程度、企业规模和生产效率在滞后1期对

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均为正向,能源结构在滞后1期对

耦合协调效应有负向影响。其中,耦合协调度对自身

的正向作用较大;能源结构负向作用效果较为明显;
环境规制对耦合协调度正向影响大于数字化程度;企
业规模和生产效率对耦合协调度有微弱正向作用。

当伴随矩阵中所有特征根的模值均小于1时,
建立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是合理的。如图3所

示,其特征根均小于1,说明本文建立的PVAR模型

是稳定的。

4.2.4 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

通过脉冲响应能够直观地了解重污染制造业

图3 PVAR模型的AR根

企业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和各变量之

间的动态影响过程。利用蒙特卡罗模拟得到滞后

10期的脉冲响应轨迹如图4所示。由脉冲响应图

和GMM估计结果可以看出:
由图4(a)可知,耦合协调度自身(D)对耦合协

调度的冲击,总体上表现为正向效应,且随着滞后

期数的增加,其作用效果开始减弱。其中冲击效应

在当期最为显著,在第10期冲击效应趋近于0。说

明耦合协调度具有较强的自我增强作用且持续时

间长,但随着时间推移对自身的作用不断减弱。
由图4(b)可知,能源结构(ES)对耦合协调度产

生负向作用,总体上随滞后阶数的增加作用效果逐

渐减弱。其中滞后1期冲击效应达到最大,滞后2
期出现拐点且此后的影响趋于平稳。说明以化石

燃料为主要能源的制造业企业前期污染排放量和

碳排放量较大,且由于企业对环境的治理时效一般

晚于产生污染的时点。由此造成了前期污染较为

严重的问题,而后期企业通过适当调整能源结构或

控制排放、循环利用等阶段的污染物和碳的排放

量,达到稳定甚至向好状态。
由图4(c)可知,环境规制(ER)对耦合协调度产

生正向影响,前期呈现显著正向作用,后期效应减

弱,最终趋于平缓。其中滞后1期达到最大冲击效

果,此后冲击不断减缓且逐渐平稳。说明环境规制

前期对企业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有正

向刺激作用,即外部环境规制迫使企业不断进行创

新的同时减少污染物和碳的排放量,以此实现对耦

合协调效应的促进作用。后期由于企业创新投入

和环保支出的占比逐渐增大,企业负担过重,难以

保持耦合协调度的增长。最后随着企业管理和发

展的不断成熟,再加上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,最终

环境规制对耦合协调度的冲击效应趋于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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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间曲线为脉冲反应函数,两侧曲线分别为5%、95%分位点的估计值

图4 各变量对耦合协调度的脉冲响应

由图4(d)可知,企业数字化程度(Dig)对耦合

协调度的冲击,总体上为正向作用,且作用程度表

现为先增后减的特征。其中冲击效应在滞后3期左

右达到最大值,后期冲击效应趋于平缓。即企业数

字化程度越高对耦合协调效应的正向作用效果越

强。由于企业数字化是一个需要相关设备及技术、
人员培训、管理改革等的过程,经此过程企业的技

术创新能力得到提升,进而产生正向影响。后期企

业数字化程度达到一定程度,对企业技术创新和减

污降碳的影响逐渐减小,即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减

弱并趋于平缓。
由图4(e)可知,企业生产效率(TFP)对耦合协

调效短期具有微弱的正向促进作用,后期呈现抑制

作用。其中正向响应值在滞后1期左右达到最大,

后续期间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转为负向并趋近平

缓。说明前期企业的生产效率越高,其前端预防越

好,生产过程中的损耗越少。后期受经济环境影响

加之制造业企业生产流程的固化,而导致企业生产

效率难以提升,开始挤占创新投入与污染治理的资

金从而产生负向冲击效应。
由图4(f)可知,企业规模(Size)对耦合协调度

的冲击,整体表现为随着滞后期数的增加正向冲击

效应不断减弱。其中滞后1期、滞后2期和滞后3
期呈现增速减缓的冲击,即企业规模在滞后1期的

影响效果最明显,后期影响程度不断削弱;滞后4期

后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呈现减弱态势,最终趋向平

稳。说明企业规模越大,其技术创新能力越强,企
业投入研发的成本与付诸污染治理的成本也与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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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排放量成正比,即企业减污降碳的力度越强。
为进一步研究被解释变量变化过程中不同解

释变量对其的冲击作用,取滞后10期,分析各变量

与耦合协调度相互影响的方差分解结果,结果如表

8所示。

表8 PVAR方差分解结果

滞后阶数 lnD lnES lnER lnDig lnTFP lnSize
1 1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
2 97.45 0.01 1.74 0.27 0.23 0.30
3 95.11 0.01 2.86 0.78 0.44 0.79
4 93.18 0.02 3.58 1.28 0.60 1.35
5 91.67 0.02 4.04 1.67 0.69 1.90
6 90.55 0.03 4.36 1.95 0.74 2.37
7 89.74 0.03 4.57 2.12 0.77 2.76
8 89.16 0.03 4.71 2.23 0.79 3.07
9 88.75 0.03 4.81 2.30 0.80 3.30
10 88.46 0.04 4.88 2.30 0.80 3.47

  由表8可知,耦合协调度的变动有80%以上是

由自身引起的。在6个变量中,自身对耦合协调度

的贡献度最大,且随着期数的增加,作用程度不断

减弱。能源结构、环境规制、企业数字化程度、企业

生产效率和企业规模均从滞后2期开始对耦合协调

度有所贡献,且整体表现为随滞后期数的增加,对
耦合协调度的贡献度不断增加。6个变量除了耦合

协调度自身,环境规制、企业数字化程度和企业规

模对重污染制造业企业耦合协调度的贡献率较大,
能源结构和企业生产效率对耦合协调度贡献度相

对较小。能源结构的贡献度呈现缓慢增长且影响

程度较微弱;环境规制对耦合协调度贡献率的增长

速度前期大于后期,滞后9期左右趋向稳定;企业数

字化程度前期增长速度大于后期,从滞后9期开始

对耦合协调度的贡献度趋向平缓。企业生产效率

的贡献度呈现微弱增长态势,且在滞后9期趋于平

稳。企业规模前期增速大于后期,且贡献率较大。
综上,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的提高

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。重污染制造业的能源结

构相对固定且变动较小;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耦

合协调度有长期正向促进作用;企业数字化前期投

入研发致使其贡献率较低,后期数字化程度提高其

作用效果显现。

5 结论与讨论
本文选取2012—2021年重污染制造业企业的

面板数据,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技术创新与减污

降碳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度,进而分析企业耦合协

调发展现状,在此基础上通过PVAR模型,对企业

技术创新与减污降碳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

分析,最后对相关结果进行讨论。具体的研究结论

如下:
第一,企业技术创新综合发展指数整体呈现上

升态势,减污降碳强度总体呈现些微下降趋势,且
减污降碳综合发展水平在一定范围内波动。两者

对内外部刺激的敏感度和反应度有所差别,技术创

新指数对内外刺激的反应具有滞后性且反应程度

较明显。第二,重污染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与减污

降碳两者耦合协调分类在2012—2021年的分布呈

现“纺锤形”,耦合协调度整体在勉强协调和中级协

调间浮动,主要集中在初级协调阶段,其耦合协调

效应良好,且其变动主要取决于企业技术创新水

平。第三,除耦合协调度自身以外,企业规模、能源

结构、环境规制、数字化程度、企业生产效率对耦合

协调度均有贡献,且其贡献具有滞后性。其中能源

结构对耦合协调度具有负向作用,环境规制、企业

数字化程度、企业生产效率和企业规模对耦合协调

度具有正向作用。
结合以上结论可知,重污染制造业企业技术创

新与减污降碳的协调发展现状良好。其中技术创

新具有滞后性这一结果与主流学者的研究相符合;
减污降碳指数的变化趋势与唐湘博等[24]对我国减

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基本一致;此外,在耦合

协调度的影响研究中,选取的指标多为企业内部影

响因素,企业外部影响因素比如政府研发补助、污
染治理补助等未纳入影响因素的研究。与此同时,
内部影响因素的企业能源具体消耗量的数据获取

难度大,本文根据化石能源消耗所产生的碳与企业

碳排放总量的比值作为能源结构的衡量指标,即使

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的用能方式,但仍存在局

限性。总体而言,本文仅对重污染制造业企业技术

创新与减污降碳的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及相关影响

因素进行了研究,对耦合协调机制的研究还够不深

入,后续应将驱动力与耦合协调度深度结合并形成

机制,以明确驱动因素对重污染制造业企业可持续

发展的作用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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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searchonCouplingCoordinationbetweenTechnologyInnovationand
CarbonReductioninHeavyPollutingEnterprises

YIJiamin,WANGJinlong,YANGLing
(BusinessSchool,CentralSouthUniversityofForestryandTechnology,Changsha410004,China)

Abstract:Underthebackgroundof“dualcarbon”,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relationshipbetweenenterprise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
pollutionreductionandcarbonreductionweremeasured.Onthisbasis,theinfluencingfactorsofthecouplingandcoordinationthroughpanel
vectorautoregressivemodelwerefurtherexplored,soastoclarifythecurrentsituationof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heavypolluting
enterprises.Theempiricalresultsshowthatthechangeof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between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carbonreduction
mainlydependsonthelevel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ofenterprises.From2012to2021,the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fluctuatesbetween
thereluctantcoordinationandtheintermediatecoordination,mainlyconcentratesintheprimarycoordinationstage,andthecoupling
coordinationeffectisgood.Theinfluence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digitizationdegreeon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issignificantly
positive,whichcanpromotethedevelopmentofcouplingcoordination.

Keywords:heavypollutingenterprises;technologicalinnovation;reducepollutionandcarbon;couplingcoordinationdegree;PVARmode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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